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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了高中教師對香港高中生輔導活動實施情況

的觀感，有 84 所中學共 358 名班主任、69 名輔導教師 
及 65 名升學及事業輔導教師完成問卷。研究結果顯示，

他們學校在推行輔導活動（如成長課程、回應需要的 
服務、個別學生計劃和系統上的支援）方面均已達到 
合理水平。最後，作者會討論班主任、輔導教師和事業

輔導教師所接受過的不同輔導培訓，以及他們於課餘與

學生傾談的時間差異。 
 

Yuen（2008）在回顧英國、美國、澳洲、日本、南韓等地的學校

輔導文獻時提出，各地均愈來愈「一致贊同全校合作的重要，並認 
為要以系統方法支援所有學生的個人－社會、學業和職業發展」 
（p. 114）。輔導人員和研究人員的一項首要任務，就是建立本土化 
框架，以發展、實施和評估學校輔導計劃。 

20 世紀 50 年代，隨着首批升學及事業輔導教師任職於中學， 
香港中學生的輔導計劃正式起步。及至 70 年代，香港最早的學生輔導

計劃主要是通過個人和小組輔導，為學生提供補救性支援（李少鋒，

2005）。當時的中學班級人數很多（現在亦如是），每班超過 35 人，

有學習困難或行為問題的學生並不罕見。非政府組織的社工負責到學

校協助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工作量非常大，平均每位社工需要負責

約 4,000 名學生。自 80 年代起，政府開始加強在校學生的發展支援，

教師／班級比例亦有所提高，班主任才可以花更多時間改善學生的 
學習和行為問題（游黎麗玲，1998）。到了 90 年代，香港教育署頒布

了各種有關「全校參與方式」（whole school approach）的計劃，強調

學校全體教師與工作人員一起參與所有學生的輔導活動，以及創造支

援學生的校園環境（教育署，1996，1997，1999a，1999b；Education 
Commission, 1990;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3, 1995, 1999）。從 2000
年到 2003 年，全方位輔導計劃遵循「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主

線，詳細介紹並規劃了一系列發展性、預防性和補救性的輔導活動，

這與香港教育改革政策所宣導的精神吻合（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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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3; Education Department, 2001）。

經過這些發展，當前在香港中學內實施的全方位輔導計劃主要有四部

分：（1）創造關懷文化的政策與組織；（2）為教師和父母提供的支

援服務；（3）促進全體學生生活技能發展的成長教育課程；以及

（4）回應服務，比如對危機學生的早期鑑別，以及個人和團體輔導

（李少鋒，2003）。隨着新高中課程實施，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建議在

香港的中學內實施本土化的就業教育模式。這一模式包括六個部分：

（1）制定就業輔導課程；（2）把學習機會與職業選擇聯繫起來；

（3）組織學校的就業輔導活動；（4）促進與工作相關的學習經驗；

（5）幫助學生個別規劃；及（6）為個體提供輔導（Y. F. Ho, 2008,  
p. 200）。 

近年來，香港輔導計劃的內容和關注點逐步與美國等地區看齊。

美國教育體系中的輔導計劃，總體上包括四大元素：（1）學生生活技

能的具體內容；（2）結構與計劃活動；（3）發展、管理及問責；

（4）人力與物質資源。這類計劃通常以全方位輔導方式實施，以輔導

課程為媒介，並通過學生個別規劃、回應服務及系統支援加以補足。

輔導課程指在班房內所進行的提升學生生活技能和適應能力的正規 
課程，以及全校舉行的大型活動。回應服務由個人輔導、小組輔導與

轉介治療組成。系統支援包括計劃管理、專業發展活動、社區關係、

委員會工作，以及研究與發展活動（Gysbers, 2005）。學生個別規劃

包括個別評估、個別建議及過渡期規劃，它是輔導計劃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通過發展基於個人優勢的生命事業規劃，幫助學生集中於

他們當前和未來的目標」（Gysbers, 2008, p. 122）。全方位輔導計劃

為實施以個人優勢為本的輔導活動提供了一個基本框架，從而促進 
學生的個人、群性、學術與事業發展（Gysbers & Lapan, 2009）。 

當然，於學校實施全方位輔導計劃並非易事。現實中，學校的人

力物力都相當有限。學校開展學生輔導計劃的水平，往往反映了該校

關鍵人事部門對這計劃的重視程度。此外，教師的專業知識和能力亦

會影響到計劃的實施。Cornelius-White（2007）對 119 項西方研究的

分析顯示，以學生為中心的師生關係與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果有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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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尤其是情感管理與行為方面的學習。Wilson, Hall, & Hall（2007）

報告了最近一項關於蘇格蘭學校輔導的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大多認為

學生的輔導與支援是教師工作的一部分，而高中教師則多把學生輔導

與支援看作是與教師本職工作不同的專業技能。然而，小學和中學 
教師都可能受益於其學校的輔導培訓和支持。儘管 D. Y. F. Ho & Ho
（2005）指出權威式師生關係在儒家文化中根深柢固，Chan（2005）

則發現香港參與輔導工作的中學教師，在輔導學生時傾向採用以人 
為本的取向。 

為評估輔導計劃的有效性，以指導計劃日後的發展，美國的研究

人員嘗試評估全方位輔導計劃在學校的實施程度，及其對學生社交 
發展和成就方面的作用（Lapan, Gysbers, & Petroski, 2001; Lapan, 
Gysbers, & Sun, 1997; Sink & Yillik-Downer, 2001）。在香港，由研究

人員、輔導員、輔導培訓人員以及教育心理學家組成的生活技能發展

小組，根據美國研究人員 Norman Gysbers 提出的全方位輔導計劃， 
發展出一套評估學生在學術、個人、群性和事業發展四方面中應用 
生活技能的自我效能量表（Yuen, Gysbers, et al., 2005; Yuen, Hui, et al., 
2006）。全方位輔導計劃的框架的確幫助教育人士和輔導人員進一步

鞏固香港學校輔導系統的各組成部分（Gysbers, 2000; Hui, 2000; Lee & 
Wong, 2008）。生活技能發展小組還修訂了全方位輔導計劃量表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Inventory，下文簡稱 
CGCPI）（Yuen, Lau, Gysbers, Chan, & Shea, 2007），以協助教師、輔

導員和管理人員評估各種輔導活動於其學校的實施程度，和當前計劃

的不足之處。 

2005 年，本研究團隊採用 CGCPI 對來自 82 所小學的 367 位班主

任及生命教育統籌員進行了一項初步調查，結果顯示，調查對象均認

為香港的小學在某程度上都推行了所有的輔導活動（包括回應服務、

輔導課程、個別規劃和系統支援）。在與學生於課餘傾談的時間、他

們有否接受輔導訓練，以及他們對輔導計劃實施情況的觀感三方面，

班主任及生命教育統籌員有所分別：前者平均每天花 25 分鐘與學生 
傾談，而後者則花 45 分鐘；有關輔導訓練，分別有 30.8% 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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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5.2% 的生命教育統籌員報告他們並無接受任何輔導訓練。至於對

輔導計劃實施情況的觀感，生命教育統籌員的觀感較班主任的好；而

推行輔導活動並不會因受訪教師的性別不同而有所分別（Yuen, Chan, 
Lau, Gysbers, & Shea, 2007）。 

現時，香港的中學正在進行新高中三年學制的改革，而老師之間

的不良協調是造成教育改革成效不理想的因素之一（Tong, 2010）。 
可是，對於為高中學生提供的輔導活動，卻並無關於老師對推行輔導

活動的觀感及他們所接受訓練的文獻資料（Yuen, 2002）。鄭之灝

（2006）回顧了學校輔導人員於香港學校的專業角色及與同工的合

作，指出校長、副校長、輔導主任、課外活動主任、事業發展主任、

科主任、學校社工及教育心理學家全都在推動全校學生的正面發展上

扮演重要角色。為了促進輔導專業人員及教師之間的合作，我們必須

知道教師如何理解推行輔導計劃的情況（Clark, Flower, Walton, & 
Oakley, 2008; Hue, 2008）。是項研究收集香港高中班主任、輔導教師

及事業發展教師對於為高中學生推行輔導服務的觀感。我們希望這些

數據能夠對輔導專業人員如何與其他教師合作給予啟示，亦希望有助

於重新發展輔導活動（Yuen, 2008）。個人因素可能影響教師是否願

意參與輔導活動和對輔導活動的觀感（Chan, 2005; Hui, 1998, 2002; 
Lam & Hui, 2010; Luk-Fong, 2005）。本文除調查教師對輔導活動在其

學校實施狀況的觀感外，還探討了教師接受輔導培訓的情況，以及他

們在課餘與學生傾談的時間。同時，亦會探討教師的性別、職位和所

接受的輔導訓練對輔導活動觀感和於課餘與學生傾談時間的影響。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下問題： 

1. 香港高中教師對全方位輔導計劃（包括回應服務、輔導課程、 

個別規劃和系統支援）於其學校實施情況的觀感如何？ 

2. 高中班主任、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接受了多少輔導培訓？ 

3. 教師於課餘與學生傾談的時間是否受教師性別、職位及所受輔導

培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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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對全方位輔導計劃在其學校實施情況的觀感是否受教師 

性別、職位及所受輔導培訓的影響？ 

 
2007 年 5 月，生活技能發展小組向香港 88 所中學的 528 名教師

發放了全方位輔導計劃量表（CGCPI）與個人資訊記錄表。小組最初

從香港教育統籌局提供的中學名單中隨機抽取並邀請了 100 所中學 
參與，結果 88 所中學同意，84 所學校的教師完成 CGCPI 問卷（學校

回覆率 = 95.5%）。我們邀請了每所學校的輔導教師、事業輔導教師

和高中班主任填寫問卷，以了解他們對學校輔導活動實施情況的 
觀感。教師自行完成問卷後寄回研究小組。研究小組成功收回 492 份

問卷（問卷回覆率 = 93.2%），其中包括 358 份高中班主任問卷、69
份輔導教師問卷及 65 份事業輔導教師問卷；當中男性 199 人，女性 
289 人，未註明性別者 4 人，平均教齡為 14.4 年（SD = 7.4 年）。在

收回的問卷中，有 21 名教師並無註明他們所接受的輔導培訓時數或 

種類。 

調查工具 

全方位輔導計劃量表 

CGCPI 由 16 條題目組成，分為 4 個主題：（1）輔導課程；

（2）個別規劃；（3）回應服務；及（4）系統支援，每個主題包括 4
條題目（見表一）。這些題目涵蓋了 16 項在香港中學開展的具代表性

輔導活動（例如「班級輔導成長活動以定期形式舉行」）。教師於 
每一題目，根據所陳述活動在其學校實施的程度，按照從 1（完全 
不同意）到 6（完全同意）的六點制等級進行評估。 

在內容效度方面，生活技能發展小組首先通過對相關國際和本地

文獻（李少鋒，2003; Gysbers, 2005）及政府文件的回顧，設計出一個

題庫（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3; Education Department, 
2001），由此發展出 CGCPI。最終選定的題目由學校專業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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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校長組成的專家小組確定。研究人員根據預試時從 28 名參加 
輔導課程的教師所得的數據分析，進一步修訂了部分題目的表述。 

因素分析的結果驗證了 CGCPI 的四因素結構，這四個因素與 
課程、規劃、服務和支援等四個主題大體一致。因此，為方便解釋 
量表，每個主題下的相應題目構成了 CGCPI 的四個次量表：輔導課程

（題目 1, 5, 9, 13）；個別規劃（題目 2, 6, 10, 14）；回應服務（題目

3, 7, 11, 15）；系統支援（題目 4, 8, 12, 16）。 

關於量表的信度，CGCPI 的內部一致性在可接受範圍。有研究 
報告指出，以小學教師為樣本，次量表的 alpha 值在 0.73 到 0.79 之

間，總量表為 0.91。對一組沒有包括在本研究中的教師的測試結果 
顯示，次量表的重測信度在 0.62 到 0.89 之間，總量表的重測信度為

0.87（Yuen, Chan, et al., 2007）。本研究以高中教師為樣本，得到

CGCPI 總量表的 alpha 值為 0.87，次量表的 alpha 值在 0.64 到 0.69 之

間，顯示 CGCPI 是個可信的測量工具。 

個人資訊記錄表 

參加研究的教師還需要填寫一份個人資訊記錄表，其中詢問了 
他們的個人背景（包括教學經歷）、所接受的輔導訓練，以及平均 
每天於課餘與學生傾談的時間。 

 
研究結果顯示，除題目 1 和 8 外，其餘 14 條題目的平均值都高於

4.1（根據 6 點制等級表），說明教師認為學校目前在某程度上都幾乎

實施了所有高中生輔導活動（包括輔導課程、回應服務、職業與教育

規劃和系統支援等主要範疇）。這結果回答了第一條研究問題。值得

注意的是，從題目 16「我校一直以來對輔導活動的成效開展了評估」

的平均得分 4.57，可見大部分教師都認為其學校已開始了對輔導計劃

的評估。相比之下，常規的課堂輔導活動和家長教育的實施程度則 
略低（見表一）。考慮到本研究主要關注高中的學校環境，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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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策略是為個別學生制定教育和全人發展規劃，這一結果並不 
意外。 

表一：CGCPI 題目平均值及標準差（n = 475） 

各次量表及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輔導課程（α = 0.69）   

1. 班級輔導成長活動以定期形式舉行。 3.90 1.28 

5. 班級輔導活動以體驗學習形式進行，注重學生的反思與互動。 4.39 0.84 

9. 班級輔導活動的課程設計均衡，照顧學生的個人、群體、學業

和事業各方面發展的需要。 

4.19 0.98 

13. 我校根據學生全人發展的宗旨組織課外輔導活動（例如：人際

關係週、職業日）。 

4.78 0.87 

個別規劃（α = 0.66）   

2. 我校有籌辦幫助學生策劃自己升學計劃的活動。 4.79 0.85 

6. 我校有幫助學生發展自己的成就紀錄檔案（包括個人興趣、

課外活動、成就和學習，以及職業規劃等）。 

4.39 1.05 

10. 我校有籌辦活動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對不同職業的興趣。 4.45 0.87 

14. 我校為學生提供個別學業及事業計劃的諮詢服務。 4.55 0.86 

回應服務（α = 0.69）   

3. 我校安排專業輔導服務（例如學校社工和心理學家），輔導

問題較嚴重的學生。 

4.92 0.83 

7. 我校安排個案會議，協調個別學生的輔導工作。 4.76 0.78 

11. 我校提供小組輔導，幫助有個人情緒問題的學生。 4.38 0.96 

15. 我校設立學生轉介機制以及老師溝通管道，以增強教師在輔導

工作中的參與和協調。 

4.83 0.75 

系統支援（α = 0.64）   

4. 我校組織了旨在支援和鼓勵教師參加學生輔導專案的教師發展

活動。 

4.56 0.85 

8. 我校組織了父母教育活動以支援和鼓勵父母輔導自己孩子的

發展。 

3.94 1.10 

12. 我校向學生介紹了與諮詢有關的社區資源（例如：輔導機構、

青少年中心，以及大學舉辦的活動）。 

4.32 0.89 

16. 我校一直以來對輔導活動的成效開展了評估。 4.57 0.85 

註：在 492份收回的問卷中，有 17份並無填答 CGCPI。總量表的 α = 0.87。 

68 



全方位輔導計劃在香港的推行：高中教師的觀感 

第二條研究問題問及班主任、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接受了 
多少輔導培訓。研究結果顯示：54.5% 的班主任、10.1% 的輔導教師及

20.0% 的事業輔導教師報告自己完全沒有接受任何輔導工作的培訓。

在輔導教師中，約有 44.9% 接受了 61–120 小時的培訓，21.7% 擁有輔

導碩士或同等學歷；在事業輔導教師中，約 56.9% 接受了 61–120 小時

的培訓，但只有 1.5% 擁有輔導方面的碩士或同等學歷。這與班主任中

僅有 11.7% 接受了 61–120 小時以上的培訓，24.6% 接受了 60 小時或

以下的培訓形成顯著對比。表二總結了教師接受培訓的時間和類別。 

表二：接受輔導培訓的時間／類別 

 教師類別  
接受培訓的時間／類別 班主任 

（n = 358）
輔導教師 
（n = 69）

事業輔導教師

（n = 65）

總計 
（n = 492）

無 54.5% 10.1% 20.0% 43.7% 
約 15小時 13.7% 1.4% 4.6% 10.8% 
16–30小時 6.4% 5.8% 6.2% 6.3% 
31–60小時 4.5% 5.8% 7.7% 5.1% 
61–120小時 11.7% 44.9% 56.9% 22.4% 
輔導或相關範疇的學士學位 1.4% 0.0% 3.1% 1.4% 
輔導或相關範疇的碩士學位 3.9% 21.7% 1.5% 6.1% 
未有說明 3.9% 10.1% 0.0% 4.2% 

 

第三和第四條研究問題分別問及「教師於課餘與學生傾談的 
時間」和「教師對全方位輔導計劃在其學校實施情況的觀感」是否受

教師性別、職位及所受輔導培訓的影響。為檢驗這些因素對教師與 
學生傾談的平均時間及教師對輔導活動實施觀感的影響，本研究採用

了兩次獨立 2 × 3 × 4 方差分析：以教師與學生傾談時間及教師對輔導

活動實施觀感為因變數；教師性別（男性 189 人，女性 263 人）、 
職位（班主任教師 334 人，輔導教師 59 人，事業輔導教師 59 人），

及輔導活動培訓情況（無培訓者 205 人，接受 15–60 小時培訓者 
105 人，接受 61–120 小時培訓者 106 人，有相關學士或碩士學位者 
36 人）為自變數，對所收集的 452 名教師（其餘 40 名教師漏填

CGCPI、性別或輔導活動培訓情況）資料進行了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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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以教師與學生於課餘的傾談時間為因變數，性別 
（F (1, 429) = 1.998,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05）、職位（F (2, 429) 
= 0.200,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01）和輔導培訓（F (3, 429) = 1.691,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12）的主效應均不顯著。教師職位與輔導 
培訓的交互作用顯著，顯示接受過培訓的輔導教師和班主任教師傾向

於花更多課餘時間與學生傾談。 

同 時 ， 以 教 師 對 輔 導 活 動 實 施 情 況 的 觀 感 為 因 變 數 ， 性 別 
（F (1, 413) = 0.062,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00）和輔導培訓 
（F (1, 413) = 0.146,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01）的主效應不顯著，

而教師職位則有顯著的主效應（F (2, 413) = 3.986,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19）。事後比較檢驗（post-hoc Turkey’s b test）發現， 
事業輔導教師（M = 74.05）與輔導教師（M = 74.43）比班主任 
（M = 70.67）認為輔導活動的實施水平較高。所有的交互作用效應均

不顯著。 

為更清楚了解職位和所接受輔導培訓情況對四項輔導活動範疇的

影響，以四項範疇（即輔導課程、個別規劃、回應服務和系統支援）

為因變數，職位和培訓為自變數，進行多元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在

輔導課程、個別規劃及回應服務三方面，職位的不同有着不同的觀

感。在輔導課程方面（F (2, 427) = 5.402, p < .01, 偏 Eta 平方值 
= .025），事後比較檢驗發現，輔導教師（M = 18.13）與事業輔導 
教師（M = 17.95）均比班主任（M = 16.94）有較好的觀感；在個別規

劃方面（F (2, 427) = 5.509, p < .01, 偏 Eta 平方值 = .025），事後比較

檢驗發現，事業輔導教師（M = 19.13）比班主任為高（M = 17.98），

而輔導教師（M = 18.58）則與前兩者沒有顯著分別；在回應服務方面

（F (2, 427) = 3.075,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14），事後比較檢驗 
發現，輔導教師（M = 19.87）比班主任（M = 18.62）為高，而事業輔

導教師（M = 19.02）則與前兩者沒有顯著分別。至於系統支援方面，

職位沒有對這方面的觀感產生顯著影響（F (2, 427) = 2.239, p > .05,  
偏 Eta 平方值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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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研究首次測量了高中教師對當前全方位輔導計劃在香港 

中學的實施情況的觀感。表一顯示，大多數全方位輔導活動題目分數

的平均值都在 4.1 以上，說明高中班主任、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

均認為，他們學校在某程度上都已實施了輔導活動（包括輔導課程、

個別規劃、回應服務和系統支援）。然而，該量表中沒有一條題目的

平均分高於 5（根據 6 點制計分法），這說明目前距離香港高中完全

實施全方位輔導計劃的目標還遠。 

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比班主任更傾向於認為輔導課程的實施

水平較高，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真正參與了計劃和協調這些輔導課程、

回應服務、個別規劃和系統支援的具體活動。他們身為輔導計劃協調

人員，可能更有資格判斷輔導活動在全校範圍的實施水準。一項調查

小學教師的研究顯示，生命教育統籌員對實施輔導活動情況的觀感 
比班主任好，所以本研究的結果與這項研究的結果相符（Yuen, Chan, 
et al., 2007）。 

全方位輔導活動的調查結果說明，有需要進一步關注班級輔導 
與家長教育（題目 1 和 8）。儘管班級輔導和家長教育可能在初中和

小學階段比高中階段更重要，但班級輔導和父母參與亦會對高中學生

的學習和事業追求產生有利影響（Ma & Yeh, 2010; Piko & Kovács, 
2010）。 

在事業發展的範疇，本研究發現了一個存在於培訓體系中的重要

缺陷。儘管很多參與研究的教師都接受了一些輔導培訓，但 43.7% 的

教師並無接受任何輔導工作的培訓。在事業輔導教師中，甚至有 20%
從來沒接受過培訓，18.5% 接受的培訓不超過 60 小時。而 54.5% 的 
班主任完全沒有接受過輔導培訓，卻需要在前線向學生傳授輔導課程

並為學生提供支援，這有礙達到高水平的輔導計劃目標（Yuen, 
2002）。因此，在政策制定的層面上，香港教育局應當採取措施， 
確保所有高中教師都有機會接受有關輔導與實行輔導活動方面的在職

培訓。此外，教師教育工作者應該重新審視實習教師的課程，確保 

71 



袁文得、陳子康、劉兆瑛、于璐、陳茂釗、N. C. Gysbers、佘文基 

這些未來的高中班級教師能為他們將要承擔的輔導與關愛角色充分 
準備。顯然，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將會從針對發展、管理和評估

學校全方位輔導計劃的在職培訓中獲益，而對事業輔導教師的碩士 
程度培訓尤為重要（Gysbers & Henderson, 2006）。同時，輔導專業 
人士可以在班級輔導課程、個別學生規劃和指導危機學生方面加強 
合作，為教師提供系統支援（Clemens, 2007）。 

未來研究可以嘗試在中國其他地區的中學裏應用全方位輔導 
活動，找出在中學教師和其他輔導人員的專業培訓中需要加強哪些 
具體範疇。香港的研究人員亦可以進一步進行深入個案研究，以探討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學教師、學生和父母對全方位輔導計劃的態度和

反應（Hue, 2008; Hwang, 2009）。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高中教師都是自願參與研究，因此，

填寫並交回問卷的教師也許比那些沒有參與研究的教師對其學校的輔

導計劃持有更正面的態度，這可能令本研究的結果比實際情況略好。

未來研究需要在更具有代表性的教師樣本中評估輔導計劃的品質，而

這一樣本應包括所有高中學校，以及那些不太情願參加調查的教師。 

再者，筆者要提醒讀者，在本研究中，全方位輔導活動的分數所

代表的是教師對輔導活動實施情況的觀感，這觀感會受他們在學校中

的職位和參與輔導計劃的程度所影響。為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的結果，

有必要採用其他方法來評估學校輔導計劃的實施水平，比如直接的課

堂觀察，分析學校的政策，與教師、學生和其他人員訪談等。此外，

父母是學校培養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合作伙伴，他們對輔導活動開展

情況的看法亦值得深入探討（陳茂釗，2007）。 

是項研究的結果對實踐全方位輔導活動有幾項啟示。首先，

CGCPI 是一項實用的工具，用以量度教師對學校推行輔導活動的觀

感。其二，不同職位的教師可能對學校推行輔導活動有不同的觀感，

因此，通過會議可以促進班主任、輔導教師和事業輔導教師的交流，

進而加強他們於輔導工作上的合作。其三，輔導培訓或可增加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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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的投入程度，願意在課餘花更多時間與學生傾談。學校行政

人員應該多支持教師接受與其職位有關的專業訓練（Henderson & 
Gysbers, 2006）。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現正逐步將中學和大學的學制改為「三

三四」模式（即三年初中、三年高中和四年大學），取代沿用多年的

「五二三」模式（即五年中學、兩年預科和三年大學）。與此同時，

一連串針對課程和學校行政的教育改革亦同步推出，其中各校必須 
幫助每位學生建立自己的學生概覽（student portfolio）。Lau & Fung
（2008）指出，這正是大力推展學生個別規劃的良機。既然從本研究

的結果看來，目前的情況與在香港高中完全實施全方位輔導計劃的 
目標仍有一段距離，各校可考慮藉此時機善用學生概覽的資料，在校

內拓展學生個別規劃的輔導活動，令學生概覽成為更有意義的工具，

幫助學生規劃前路。 

育人工作向來都是艱難而漫長的。故此，我們可定期用 CGCPI 在

各校收集數據，藉以掌握全方位輔導計劃在各校或中國各省市的發展

狀況，以便學校或教育當局在政策上予以配合和調適，使計劃得以 
成功拓展，為學生各方面的發展打造更理想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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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in Hong Kong: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examined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 in Hong Kong schools.  

A total of 358 class teachers, 69 guidance teachers and 65 career teachers from 

84 secondary schools participated and completed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guidance 

curriculum, individual planning, responsive services, and system support 

activities) were implemented in these schools to reasonable levels. The 

differences in guidance training and time spent in student-teacher talk among 

class teachers, guidance teachers and career teacher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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